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

金建陵  张末梅
提  要：近代著名文学团体南社在民国时期的方志建设上贡献表现在：从积极鼓吹到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方志编纂上的开拓创新，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其借鉴之处有两点：求真务实的“治志”作风；灵活高效的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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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的著名文学社团南社曾经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因其社员有1000余人，且分布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近年来各地编纂的地方志中，皆有当地南社成员的记述。例如：江苏省扬州地区（今扬州、泰州两市）共有原籍和客籍的南社、新南社成员38名，就有23名载入“文革”后扬州地区各县、市、区编写的地方志中。当我们在地方史志中寻找南社成员的背影时也发现：南社人在民国时期的方志建设上的贡献表现在：从积极鼓吹到全身心地投入，到现代方志编纂上的开拓创新，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一）
辛亥革命后，南社人积极鼓吹修辑志乘当数姚光。民国二年（1913），他发表《论各县亟宜修辑志乘》一文，提出：“采风问俗，必有资于乡土志乘，此编辑邑志所以备国史之采也。”该文不但指出方志在保存地方资料上的重要作用，而且还阐述了它的教育功用。“夫人未有不保其身而能保家者，亦未有不爱其乡，而能爱国者矣。此编辑邑志所以供教民之用也。今者，旧邦重建，凡百待理，而各县修辑志乘，更亟不容缓。”【1】姚氏的见解，打破了旧学只重政治功用的偏见，对于重新估价地方志在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具有积极作用。民国六年（1917），北洋政府曾下达要求全国修志的通令。但因军阀混战，致使通令成了一纸空文。姚光则从此以后便醉心于践行自己曾经提出的修辑志乘的主张。民国七年（1918），南社社员高吹万担任金山修志局总纂，姚光担任分纂。他的长篇专著《金山艺文志》，起稿于民国七年，随着其藏书的增加而不断增补资料。寓居上海时更集中精力，有时昼夜不辍，基本完成定稿。直到民国三十三年（1944）逝世前一年还写成《王鸿绪明史稿考》一篇增补入内。近年来新编的金山和松江两县志书中有大量文献资料来自此书。
民国方志的编修，最初发轫于民国初期各地学校的乡土教材编修。民国三年（1914）国民政府教育部就督促各县编修乡土志，作为各地学校的乡土教材。据统计，民国乡土志有124种，以江、浙、川、沪、两湖编纂较多。【2】其中南社人编写的就有侯鸿鉴的《无锡乡土史地教材》、马锡纯的《泰州乡土志》、黄佛颐的《广东乡土史教科书》等。这些乡土志是作为中小学教材而编，大都篇幅短小，文字浅近，以传授本地历史文化和进行乡土教育为宗旨，同时也为民国方志的编修奠定了基础。
民国十八年（1929）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了《修志事例概要》，要求“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即由该馆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上报内政部。《概要》凡22条，对各省方志编纂的组织机构、纲目审核、取材范围、类目设置、内容取舍、文字书写乃至印刷装订，均作出具体要求。当时，不少南社社员都在省一级的通志馆任职。南社创始人之一陈去病从民国十八年起出任江苏通志馆馆委员，与之同在一馆的有主纂《职馆志》的专职委员陶惟坻。黄节、赵式铭、李书城等还分别出任广东、云南、湖北等省的通志馆馆长。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设为特别市。民国二十一年（1932）7月，上海市通志馆正式成立，南社的另一位创始人柳亚子出任馆长，着手编纂《上海市通志》的工作。该馆从馆长到馆员，清一色是南社、新南社成员。至于参加县一级地方志编修的则更多。例如：丘复先后编修福建《上杭县志》36卷，编纂《长汀县志》35卷、《武平县志》31卷、《南明汀州史料》1卷、《杭川别乘》上下卷及《南武赘谭》、《蓝溪故实》等；【3】刘宗向主纂的《宁乡县志》、刘谦主纂的《醴陵县志》、吴恭亨纂的《慈利县志》被今人誉为“民国湖南省县志中的佼佼者”；【4】王大觉曾参加编修《青浦县续志》；洪炳文曾任纂修《瑞安县志》之总采访……此外，还有一些南社人参与了一些行业和乡镇志的编修工作。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交通银行编写《交通银行三十年行史》，南社成员吴清庠、张素等便在5位编撰中占了两席。浙江湖州的南浔镇编纂的两部《南浔志》60卷，为民国镇志中的巨篇。其中由周子美一人编的《南浔志稿》4卷，记述了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期间有关南浔镇的历史事件，其一、二卷为社会调查材料，三、四卷为各类文献资料，南社人编的这类方志还有：饶锷的《潮州艺文志》和《潮州西湖志》、徐信符的《广东艺文志补》、万以增的《练塘小志》、刘季平的《华泾风物志》等。
南社人中还有像李根源一类热心方志建设的志愿者。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养溪、雪生，云南腾冲人，曾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学堂学习时的老师。民国十四年（1925）起定居苏州。寓苏期间，收集乡邦文献、金石碑文，从事文物古迹的考察和保护，并参与修纂《吴县志》，《吴县志》序言中说：历时14年的编纂工作得以完成，“李绅印泉之力为多”。民国二十五年（1936）春夏间，李根源到苏州西郊群山如灵岩、天平、邓尉和洞庭东、西山进行专门的考察，写出了《吴郡西山访古记》、《吴县冢墓志》、《洞庭山金石录》等。【5】另外，还有张素“前后共历六寒暑”，搜集整理成《丹阳乡献词传》3卷；田名瑜著有《湘西献徵初稿》、《湘西献徵续编》4卷；沈钧业著有《绍兴县氏族考》；吴恭亨纂有《桑植陈氏谱略》……
（二）
尽管志书的编纂方法在我国古代的典纂中，可以说是最为科学的。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民国时期的志书编纂则处在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转折期，一则城市志太少，民国年间编纂的市志仅12种；【6】二则相当多的志书因袭旧志的过时门目，仍采用文言述事，与白话文已成趋势的时代也不协调。在这样一个新旧杂糅的环境中，南社人“实为以科学方法研究地方史之首创者。”【7】在现代的志书编纂上吐故纳新，拓荒、耕耘，留下了许多创新的印记。

民国二十一年（1932），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想请柳亚子出来担任上海市通志馆馆长，修编《上海市通志》。柳亚子一口拒绝，于是吴铁城请邵力子出面劝说。柳亚子则表示：真要担当此任，必须答应他3个条件。那就是：一、志书编辑方针，通志馆人事，不得受外界干涉；二、志稿须突破“官书”惯例，使用白话撰写；三、通志纪年，一律以公元为主，年号为辅。第一点，柳亚子是为了排除当局的干扰，第二与第三点，在当时是被视作“有损尊严”和“破坏法统”的事。柳亚子表示：当局必须完全接受这三个条件他才会考虑任职。后来，邵力子从中斡旋，吴铁城终于答应了这3个条件。笔者以为柳氏之所以接受此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项工作极具挑战性和开拓性。上海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它既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主要据点，又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阵地；它有着屈辱苦难的历史记录，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近代上海包容的就是这样一部多种矛盾交叉和关系复杂的历史，编志的意义非同寻常。民国二十二年（1933）6月出版的《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期载的《发刊词》就很能反映他们的编纂理念：“时至今日，世界已为科学所独占，志书的编纂自不能在墨守旧例，应当改弦更张的了。《上海县续志》上也说：‘至民国元年以后，政令既已变更，体例亦宜改易，继往开来，且以俟他年之重行编纂云。’所以我们以为编新志书，至少在消极方面，应当肃清迷信的色彩，摆脱封建的思想，扫除崇拜古昔的观念；在积极方面，应当具有深刻的研究，树立整个的体系，分划合理的门类，搜集丰富的资料，写出明白精确的记述。”柳亚子亲自设计《上海市通志》的类目，拟分25编。抗战前已完成了11编，即历史编、地文编、政治编、外交编、教育编、财政编、金融编、社会事业编、学艺编、公共租界编、法租界编。单从类目看就可发现：这部通志更多地关注了近代上海的公共领域和带有殖民色彩的租界，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上海这座城市的个性。

广州也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文明历史的名城。这座历史悠久的名城，过去仅靠府、县志疏略记载其城市状况，显然是十分不够的，也是很不相称的。叶恭绰在《<广州城坊志>序文》中就说：“广州为吾粤唯一大都市，而城坊建置沿革与文物掌故迄无专书记载，视《京师坊巷志》、《武林坊巷考》、《平江城坊考》之褒然成帙，遥有愧焉。因并印行黄君佛颐所辑《广州城坊志》，以供考索。”南社成员黄佛颐一人编纂的《广州城坊志》，则给这座名城的城区、坊巷及其发展历史记述，无疑是一件极富创新意义的事情。黄佛颐（1886—1946），字慈博，号慈溪，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他幼承家学，博学多才，工诗文词，着力研究整理乡邦文献。曾先后担任广东通志局分纂、香山修志局分纂、广州时中学校校长。著有《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先三乡贤年谱》、《绍武实录》、《广东乡土史教科书》、《岭南藏书家考略》、《黄氏家乘续编》、《武溪集补佚》等。黄佛颐虽籍录香山，但世居广州，习闻故老遗闻，多涉乡邦文献，编纂《广州城坊志》正能发挥他的优长而得以完成这一传世之作。该书原为稿本，由叶恭绰于民国三十七年（1948）收入《广东丛书》第三集出版，1994年还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整理重印。《广州城坊志》条理分明而富于系统性，显示出黄佛颐较高的学术水平及处理历史材料的能力。此书凡例称：“此书以原广州府城及附郭为范围，意在考见城坊沿革史迹，故详古而略今。民国后各变迁，当别为记载。”全书根据广州建城和历次增筑城廓的实际，分为内城、北城外、新城、西城、东关、河南等几部分编述，每部分之中，又以坊巷为经纬，系统地辑入与之相关的史事、人物、园林府第、坛庙古迹、掌故传说及坊巷沿革等，博引旁征，巨细不遗，所引用的著作近300种，其中有部分还是今天不易见到的书籍和资料。这批著作形式多样，内容广泛，除史志、官牍外，旁及诗文集、笔记、诗话以至族谱家乘，足见作者搜辑之广、考证之详、用力之勤。

南社人在方志的编纂上不仅对城市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而且还注意在被人忽略之地上拓荒，为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的史料。许崇灏编撰的《琼崖志略》便是很好的例证。许祟灏，字公武，广东番禺人。他在《琼崖志略》自序中云：“琼崖又名海南岛，位于广东西南之大海中，为中国海西南之门户；面积几等于台湾。岛中金属、矿物、农、牧、渔、盐之利，蕴藏极富，取之不竭，诚天府之区，国防之要隘也。而我国人忽焉漠视，任其货弃于地，殊堪太息。余有感于此，曾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草拟《海南三市》一文，发表于《新亚细亚月刊》，冀唤起国人之深切注意。文中有谓：‘今之海南，吾人急起图之，固有无穷之希望也，若犹轻忽置之脑后，几何不为台湾之续也耶！’呜呼！果然一度陷于敌手，宁不痛心哉。……颜曰《琼崖志略》而梓行之，以贡献于国人。俾阅者知琼崖之可贵之重要，从速开发建设，以固吾圉，固吾人之所深望焉。”【8】《琼崖志略》共分五章：第一章：琼崖的历史：沿革、自古人士对琼崖的观感；第二章：琼崖的地理：位置与地势、土地的广袤、气候、山岳、河川、港湾、附近岛屿、县治与大市镇、物产；第三章：琼崖的经济状况：贸易经济的鸟瞰、农业经济和垦殖事业、畜牧经济的现势、渔盐经济的现势、交通事业与金融经济；第四章：琼崖的居民：汉族、黎族；第五章：历代治黎与开化海南黎苗之研究：绪论、历代治理黎方略平议、现代之黎苗开化工作、我的治黎观。《琼崖志略》无疑将对海南省现在和将来的方志建设都产生积极的影响。

方志编纂上的创新不仅需要见识，而且需要胆魄。如果说黄佛颐的《广州城坊志》和许崇灏的《琼崖志略》是见识大于胆魄，那么，见识和胆魄皆具的要算刘谦主纂的《醴陵县志》了。刘谦（1883—1965），字约真，湖南醴陵人。与宁调元、刘师陶、傅熊湘等友善，诗词唱和。曾主编《长沙日报》以反袁。《醴陵县志》多有创新，且在人物志中为左权将军立传，这在当时是冒很大的风险的，无胆魄决不敢为。该志记事止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对明清起义军在醴陵的活动，萍浏醴革命起义，北伐军经湘入鄂路经本邑的情况，均备载无遗。食货志工商瓷业目，记本邑民间土瓷厂20处85厂，展现瓷乡风貌，是研究醴瓷的重要资料。足见编纂者之见识。今人是如是评价其主纂的民国《醴陵县志》：“是志为历代所修醴陵县志之上乘，体例严谨，立类新颖，材料取舍适当，纸张、印刷精美，可为民国湖南县志之圭臬。”【9】
（三）
南社人在方志编纂的实践中，也积累了不少极其宝贵的经验。从一些记载其“治志”过程的文献来看，以下两点尤其值得今人借鉴：

（一）求真务实的“治志”作风。姚光在《论各县亟宜修辑志乘》一文中就提出：“治志”应“持公核实，汇为一编，使文献有徵，以昭来世。”在方志的编纂过程中，“材料蒐集之丰富与其来源之真确，乃为必要之图。”【10】上海通志馆在修编《上海市通志》的起初，就深感“社会人士对于当地文献尚少重视，不但应征志料可称绝无仅有，即本馆寄发各种调查表格，未见寄回的颇多，因此在搜求方面，工作进行不能如预期的顺利。并以数月来，所得志料，或则前后不接，或则残缺不完，或则此矛彼盾，既不能以不真确的记载混入篇幅，又不能听其阙略，置之不顾，有时更有同一故实，因来源的不同，往往时地互异，甚或因果倒置，真相不明；再加各项统计图表现成者经过计算审核，知无误后得以便宜引用外，未有统计者，尚须自行核算，制成图表，因此整理考证方面，处处觉有事倍功半之感。”【11】因此，他们除了充分利用馆内和柳亚子的藏书外，还善于利用沪、浙两地的图书馆资源，简直到了“千方百计”的地步。胡道静在《关于上海通志馆的回忆》中提到的一件事就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上海收藏各种中外文报纸最多的是徐家汇耶酥会修士院里的天主教堂藏书楼（解放后划归上海图书馆），平时只有在修士院里做学问的修士、司铎才能进去，对外根本不开放。胡道静千方百计打听到这家图书馆的馆长徐宗泽是徐光启的后代，“当时正在重编他祖先的集子《徐文定公集》，而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对徐光启的科学名著《农政全书》用过一点功夫，于是一开始就与他谈徐光启的事，他很是高兴，一下子就变得投机了。我说，我晓得藏书楼里有许多有关徐光启的书，想进去看看。他说可以，但下不为例。我想，能进去摸摸情况总比关在墙门外好，于是就进去了。在那里，我一下子看到了许多上海的志书……我断断续续约去了一年，主要是摘抄有关报纸的史料。”正是经过这艰难的史料搜集，上海通志馆在短短的几年中就硕果累累。
（二）灵活高效的工作机制。上海市通志馆成立之初，全馆是个仅30人不到的小机构。馆长是柳亚子，朱少屏是副馆长，下设编纂部和总务部，每个部都有10多人。民国二十三年（1934），通志馆内部除了原来已有的部门外又成立了两个：一个是由编辑部同仁组织的民间学术团体“上海通社”；另一个是年鉴委员会，专门负责编写上海年鉴，年鉴委员会的成员也就是编辑部的人，完全没有外人。这样一种“三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机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从1932年7月到1937年初，《上海市通志》的撰写已基本完成。此外，还出版了《上海市年鉴》1935年、1936年和1937年三本。1936年又出版了《上海研究资料》。1937年又将1936年间所发表的文字汇集成《上海研究资料续集》，计40余万字。他们还用上海通社的公积金出版了一套《上海掌故丛书》第1集10册，收录元明清3朝有关上海发展的文献14种共31卷。
为了确保《上海市通志》编纂质量。他们还从民国二十二年（1933）6月起创办了《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共出2卷8期。第1卷第1期载的《发刊词》清楚地表明，期刊的宗旨就是将《上海市通志》“初稿本当捧呈于当代学者之前请求指正的，但是我们觉得与其将不清不楚的原稿拿出去请教，还不如将印刷清楚的稿件拿出去的好，而且印刷成书本，份数可以较多，一方面仍能请教学者，一方面更可求大众的批评，这是我们所以勉力要出这期刊的第一点。我们又知道要国人能认识上海市通志的重要，而于我们志料的搜罗上予以援助和便利，势非有一点宣传不可。初稿虽草率，但作为宣传之用，似较胜于架空的广告，这是我们要出这期刊的第二点。”《期刊》发行后，他们又从中抽出单行本10种：(1)吴松江；(2)上海的风雨；(3)上海的银行；(4)上海的日报；(5)上海图书馆史；(6)上海定期刊物；(7)上海的文艺团体；(8)上海在太平天国时代；(9)关于上海的书目提要；(10)上海新闻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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